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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诞生

月年 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

治顾问鲍罗廷，在国 次会议上，正式宣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布中山大学成立。

事实上，无论是“中山大学”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都

只是这所建立于莫斯科的新学校的简称，而它的本名和全称应是

“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

苏俄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为名称的大

学呢？

其中的详细原因，说来话长，因此，在这里只能略作简要的

叙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在 年，俄国爆发了划时

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改写了世界历史。这件事，给当时

正苦苦追寻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孙中山先生以重大影响。

年夏开始十月革命后不久，从 ，孙中山即与列宁有函

电来往，商讨中国革命与中苏合作问题。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

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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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大鼓舞。

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提

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络，希望苏俄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

了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的愿望。

月，孙中山在一封写年 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

的信中说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

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同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同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

会晤，马林向他提出两条建议：一要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政党，二要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些

建议，都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

年 月，孙中山又在广州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进行会

晤和商谈，双方达成了不少共识。

通过接二连三的会晤，孙中山进一步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和苏

维埃俄国的认识，逐步坚定了联俄的决心与信心。

与此同时，苏俄对孙中山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并决心给他

提供更多的帮助。

年 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北京，孙中山先是与

越飞进 年行多次通信联系，后于 月在上海会见越飞。不

久，二人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表达了孙中山酝酿已久

的联俄政策。

年 月，孙中山委派了以蒋介石为首且有共产党人张

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党、政、军组织

情况。

同年 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

同时给 予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以军事和物资援助。

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人，他的到来，使

孙中山欣喜兴奋不已。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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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并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后又聘他为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

问。

正是在上述频繁接触与了解不断加深的基础上，孙中山的思

想产生了飞跃，他在 年底给蒋介石的信中曾斩钉截铁地说：

“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影响是非常

巨大的。这次革命，不仅催生了崭新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使孙中

山及国民党也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并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一次

合作。

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与基础

上诞生的，它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

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

然而，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

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

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

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因此，许多有志于为中国革命而努力奋斗的人们，都把赴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纷纷报名前往。

一、红色莫斯科：群英荟萃

当鲍罗廷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

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 、古应芬组成的

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

试选拔学生。

由于军阀割据的时势，使中山大学的招生方式显得很是与众

黄季陆：《划时 三年代的民国十 ，转 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
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９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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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当时，只有广州处于国共两党的完全控制之下，属于中国

革命的中心，因此，公开招考的办法也只能在广州顺利进行。中

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 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

名考生中录取的从 。

在广州之外的其他几处招生点，只能采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

的方式选派，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有些先天不

足。以组织问题为例，在国共合作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

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且工作大多停留在狭

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尽管国民党中的一些进

步分子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对下层的群众工作并不熟悉，因

而也是有心无力或力不从心。

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却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注重的，并且已经

积累了初步经验。因此，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后，加入国民党的中

共党员纷纷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们在许

多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励和组织

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

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

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

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

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①

周恩来的话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中山大学在广州以外省份的招生工作主要由中国共产

党人来完成的局面之出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赴苏留学立即成为一种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年 页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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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很多人都想报名前往。以第一期招生为例，尽管当时只获

准招生 余人，但仅广州一地的报 人，其踊跃名者就有

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正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并非人人都能有机会实现奔赴

“赤都”的梦想。对于那些未能获此殊荣的人来说，心中一定充

满了惆怅与惋惜之情。

这也难怪当时的人们如此青睐于去中山大学留学，因为对于

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心中的灯塔，

而莫斯科也成为人们心中神往的“圣地”。

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许许多多共产党员的身上，而且在国

民党人身上同样也有。这一点，从一些国民党要人纷纷把自己的

子女送往俄国的做法中得到了反映。

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

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冯玉祥之子冯洪国；

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刚；

叶楚伧之子叶楠；

于右任之女于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

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

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

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一方面，中山大学的招生名额毕竟有限；另一方面，想去中

山大学的人数却非常之多。如此一来，当然出现了“僧多粥少”

的局面。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所招收的人数比较多也

比较集中之外，其他省份都是很少的，一般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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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无疑更使那些能够如愿踏进中山大学校门的人增

添了几分自豪感和优越感。

“要想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向苏俄学习，而要向

苏俄学习，最好的途径当然是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似乎是

当时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的共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都

无法按照这一逻辑继续走下去。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在这里

似乎给革命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 同样都是热情满怀的笑

革命青年，却无法拥有相同的革命机会。

这当然只是一种肤浅的、简单化的观念，只有纯粹属于书斋

中的革命者才会把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如此绝对化。事实上，只要

是一个真心想参加革命的真正革命者，其革命的机会是无处不在

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很多条的，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一

样，“条条大路通革命”也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人

皆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进革命的门槛。

然而，可惜的是，并非人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

话，也就不会发生本书中所讲的那么多也许不该发生的故事了。

历史并没有存心要跟人们开玩笑，只是人们自己想跟自己开

玩笑而已。

年开从 始，到 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

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

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但是，从 年开始，便不再有中国青年进入中山大学了，

因为在那一年里中山大学宣布停办。

从创办到停办，中山大学只经历了短短五个春秋，这对中国

革命而言，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答案只能在以后的历

史中去追寻和求解。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中山大学在其存在的 年中共招收

了 期学生，但这 期学生的成份却并不相同：后两期与前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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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中山大学的学生，除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人和在法

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外，绝大多数来自国内。来

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

生，名义上是由国民党选派，而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

别选派的。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

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另外，中山大学前两期招收的学生，在社会出身方面并没有

具体和明确的规定，而且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

大多数。

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 人中，学界 人，学生为例；在

教育界 人，人，报界 农界 人，其他 人，未详 人。

从第三期开始，中山大学在国内的招生发生重大变化。变化

的起因，即在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不仅与共产党分

道扬镳，而且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关系彻底

破裂。

年 月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

“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

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

国民党居然倒行逆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弃了中山大

学，这无疑给苏联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也令苏共感到气愤。然

而，苏联人并没有立即更改中山大 也许，苏联人根学的校名

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革命形势会在短期内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因

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震惊异常，没有来得及考虑更改校名

这样的事。

当然，也许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①子任：《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
，料选辑》 人民出版社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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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孙直到 逸仙劳动大学”才更名为“中国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 年秋学校停办。”。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

在学校易名以后，尽管人们在习惯上仍然称之为“莫斯科中

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但此“中大”已非彼“中大”，这不仅

仅是改了一个校名而已，更重要的是学校招生的对象也与以前大

大不同。

此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学生，全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

派。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

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和理论人

才。

这样，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大学在办学宗

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的改变。而

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因此它

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

党校。

从第三期开始，学校提出如下一些新的招生条件：

学生的组成，最好有从事过革命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不少于

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左右 实际上，

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所以实际招

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学校提出的要求是：产业工人不得

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

对于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学校作出的规定

是：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

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候补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

年。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中山大学的招生存在注重工人出身

的倾向，而之所以会如此，无疑与当时的苏共尤其是斯大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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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工人成份的思想密切相关。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弊远大于

利，显然走上了一条极端化的道路。

可是，当时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又一次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之

所以发生，就是在于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完全意识到它

们是一场悲剧，而且也没有看到引发悲剧的诱因。

在当时许多身经其事的人看来，作出上述种种规定，不仅是

应该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些规定有利于纯洁和净化学校

的思想空气。

中山大学在提出新的招生条件的同时，学制与课程设置也予

以调整。从 年起，学制改为 年，所修的课程具体包括：

俄语、社会形势发展史、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

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党的建设、军事、工

厂劳动实习。

平心而论，建立中山大学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因为它是一所

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 先是为大革命，大革命

失败后又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

所以对这所学校予以很大的重视，也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所做的一切改革无疑都是围绕着实

现上述目的而展开的。然而，好的目的和愿望，是否一定就会产

生好的结果呢？

事实证明并非尽然如此。

当时，许多赶赴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也是抱

着一颗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赤诚之心而万里迢迢前往的。正

是由于受这种发自内心的巨大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支配，所以他们

才会不畏艰难险阻而远赴异国他乡，负笈域外。

据在大革命失败后被秘密选送去中山大学学习的陈修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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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回忆，当时赴苏留学的确是一次充满惊险和艰辛的“旅行”。

她在回忆中说道：

“我们这一批去苏 人左右⋯⋯全体同学联的同学大约有

绝大多数是党员，少数是团员，个别的不是党、团员。从外地来

的多住在旅馆里（指上海的旅馆，当时赴苏留学的人都要到上海

引者注），由小组分头集结出发 联络，我们怕发生意外，经

常讨论组织纪律与生活问题。在上海等了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出

事。这批同志大抵是从武汉撤退的，还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撤出去的一些干部。有时我们也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研究武汉政

府的失败原因，但都不明确，得不出结论。唯一能够算是统一的

意见，恐怕是我们都不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更不认为革命已

经转入低潮。我们认为革命暂时失败，胜利很快就要到来。我们

只知道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叛变国民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

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变工农而失败，至于主观原因是什

么，那时还很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右倾机会主义的问

题。”①

正是在这种既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又对革命道路充满困惑的

心情中，陈修良等人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

陈修良继续回忆道：

“我们抱着探求真理的愿望登上了苏联的货轮。这条停泊在

吴淞口外的货轮名叫‘安铁捷’。我们必须坐小舢板到吴淞口外

才能上船。开船时间定在夜间，这一夜真是十分惊险。我们这许

多人分别雇了小舢板去吴淞口外，我们担心很有可能要引起敌人

的注意，岂不要同归于尽，好在黄浦江上船舶多，来往客人拥

挤，我们三五成群分乘小船而去，却也无人过问，便登上了苏联

货轮。支部委员首先上去，等候大家的到来，这时我才见到莫斯

①陈修良：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
年版，第 页 。

载《革命回忆录》增刊（ ，人民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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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山大学派来招生的一位俄国人，名叫阿伯拉姆松，他们夫妇

两人已经到了船上迎接我们。他会讲北京话，要我们都住在下面

船舱去。我按着名单一个个点名，没有失落的，这才放了心。所

有的人都挤在大舱里，不分男女睡在一起，我被挤进一间机房

里，满身大汗地检点人数，担心海关人员前来查问。后来海关人

员真的来查货了，出来接待的是一个俄国海员，他们说没有什么

违禁东西，让他们去检查。海关人员看到这许多青年男女，有点

惊奇，不过他们也不问这是一些什么人，就匆匆而去。船开出了

吴淞口，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地直驶海参崴。船行三

天，有时遇上大风浪，晕船的很多。我们吃的东西很简单，面

包、开水、粥、饭、咸菜之类。大风大浪把我们这一群青年人送

到了海参崴，什么疲倦与恐怖都抛在九霄云外了。

“在海参崴上了岸，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旅馆居住，还是睡在

地铺上，也没有食堂，大家吃面包、香肠之类的东西，有时也吃

红菜汤。当时海参崴的市容不好，破破烂烂，很少见到新造的房

子，旅馆都是旧俄时代留下来的，家具也很破旧。后来我们搬到

山上几个旅舍中去住，情况也差不多⋯⋯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我们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度过，大

家还唱歌，表示庆祝，车上有俄国工人一齐来参加，非常高兴。

西伯利亚早已白雪皑皑，望不尽的大森林。在冰天雪地里火车奔

驰了 天，好容易才到达莫斯科，这里的风景与远东大不相同，

是欧洲文明的地区。我们注视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人民的

生活，欣赏欧洲文明，回想苦难的祖国，我们下定决心要学好革
，

命的理论，为祖国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毋庸置疑，尽管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条极为艰险的路，

但对于大多数选择这条道路的革命青年而言，他们并不在乎这些

①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参见前书，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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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和艰难，和陈修良一样，他们在乎的是“要学好革命的理

论，为祖国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苏联政府无疑是欢迎他们的，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中

山大学学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都由苏联方面承担，每

卢布的津贴费，衣服及日用品人每月发给 、洗澡、洗衣、理

发、医药费等，均由学校供给，而且回国时还支付一笔美金，当

翻译者或有行政职务者另有工资。

在中山大学里的中国学生，生活的确是相当舒服的。

然而，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假如每个人都

能抱着同样善良或至少是差不多善良的愿望与想法来做事的话，

那么，可以想见，中山大学里应该能够培养出一批有益于中国革

命的人才的。

但事实上，这似乎只是人类“可欲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

及”的理想状态。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哲人

们所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地，社会上也没

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从中山大学初创时起，陆陆续续进入该校的人不下 多

名，在如此众多的人中，形形色色都有。

对此，陈修良也曾回忆说：

年至 年陆续从国内外到苏联去的中国同学文化程

度悬殊、成份、经历不同，政治思想也十分复杂。这样五湖四海

的人凑在一起，矛盾在所难免。”

实际上，她所说的情况，在中山大学每一期招收的学生中都

存在着。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才使得人们的愿望与现实、初衷与

①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第 页 。



第 13 页

结果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这正象陈修良感叹的那样：

“我们满想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更

好地为中国革命努力工作，有谁想到这个平静学府里的风浪，比

太平洋上的台风还要强烈。从上面刮起来的阶级斗争之风，对中

国革命起了不能估量的波动。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问题

也产生在这里，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中共党史上占了

不能磨灭的篇章。”

二、年轻的俄国老师和他的得意中国门生

中山大学位于 号，后来成为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汉克大街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办公大楼。

这里原是旧俄时代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一幢四层的大楼

房，楼前是一个大花园，面对莫斯科大教堂，可谓环境优雅，令

每一位留学生都有心旷神怡之感。

由于中山大学本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所以该校的教员几乎

都是俄国人，学生都是中国人。这一独具的特色使它在莫斯科显

得十分与众不同。

在 年最初招生的时候，中山大学即形成了一项制度：

凡人校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学生证，学生证中的名字不用中文，

而是用俄国名字。

第一期入学的 多名学生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叫“克劳白

夫”的人。在俄语里，“克劳白夫”的意思是“鸟”，并不很适合

用于人名，但不知此人为何看中了这几个字，也许是梦想自己有

一天也能像鸟那样肩生双翅，凌空翱翔吧。

①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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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克劳白夫”，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中共党史上曾经显

赫一时的人物 王明。

王明， 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自小家境贫寒，但却头

脑聪慧，机警 岁 岁能写对联，入私塾， 岁会写诗，异常。他

可见其才智颇为超群。

王明能够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一员，既不是通过保送的

方式，也不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和秘密推荐的方式，而是完全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一种特殊的机缘达到的。

赴苏留学之前，王明是武汉商科大学的学生，并已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他在商大里是一名活跃分子，既能写一手不错的好文

章，又很积极地投身于多次政治活动。然而，湖北省所派选的

名赴苏留学的学生中，却没有他的大名。这当然主要是由于

名额有限的缘故。

然而，从小就一直有争强好胜之心的王明却无法接受这种结

果，更不愿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独身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既然湖北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

入党介绍人许凌青，希望许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但不

巧得很，江西分配的名额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受学

生去俄国的上海，先是找到了在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后又

找到了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姜长

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且不辞劳苦地多次奔波，

也很想满足他的愿望，便去找姜长林替他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已

经分配好的名额不能突破，没有空额王明就不能去苏留学。

情急之下，王明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很绝的高招，他亲自跑到

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去找姜长林争吵，并威胁道：

“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



第 15 页

没想到，姜长林比他还要棋高一着，面对这位不顾组织原则

的青年，他同样还以颜色回答道：

“你报告去好了，这样帝国主义会对你更严厉！”

王明还是嫩了点，他不知所措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姜长林又答：

“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

事隔 余年后，据姜长林回忆说：王明听完他的话，就

“不吱声了”。

对于王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语，姜长林向中共江浙区

委做了通报，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他去苏留学。

但王明仍然没有死心，还是三番五次去找姜长林，“开始是

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王明的心性和头脑的确非同一般。

“苦心人，天不负”，也许王明的软磨硬泡真的感动了上天。

最后，中共江浙区委和姜长林商量，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就

考虑让他去。姜长林经过一番查找，结果发现正好有空缺。

于是，王明的愿望实现了。

这个偶然的成功，对王明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不仅对他的一

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产生了事关全

局的重要影响。

月年 日，王明同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

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

之等 余人，一同在大雪纷飞中来到了莫斯科。

王明出国留学的道路，的确比其他人都要曲折得多。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或许也预示着他将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

①曹仲彬 、 戴茂林：《王明传》， 年版，第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②同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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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好的形式表

现出与众不同，一种是以坏的方式表现出与众不同。王明究竟属

于哪一种呢？

这当然要看王明自己的选择了。

从王明的本性来讲，他也是很想与众不同的。从私塾到小

学，从小学到中专，从中专到大学，王明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

错，常常名列前茅，因而他的心性奇高，“出人头地”似乎已经

成为他头脑中的固有之物。

可是， 岁刚出头的王明，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中度过

的，他既没有参加实际斗争和工作的机会，也没有这种愿望，在

他的思想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更为

根深蒂固，他似乎已经把 否则的读书视为世上最高贵的事情

话，赴苏留学对他的吸引力也不会如此之大。

因此，对于王明而言，若想出人头地，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读

书。这是他自认为最明智的选择。

人们常说，想成名、出名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名字也格外注

意，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一点，在王明的身上确实得到了验证

和明确的体现。

其实，王明本来并不姓王，而是姓陈，他的真实姓名是陈绍

禹，直到踏进中山大学的门槛之前，他都是以“陈绍禹”的名字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进入中山大学后，陈绍禹才有了俄文化名克劳白夫，此后几

年中乃至以后更长的时间里，他曾经使用过很多名字，其中中文

名字有：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等笔名，泰

山、风康、石、绍虞、 等等化名；俄文名字则还有波波维

奇、马马维奇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

党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重要领导人，都曾经使用过不同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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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化名，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像王明这样拥有如此之多

的化名和笔名的人，却殊为罕见。

可以说，他的名字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变幻多端。

“王明”这个名字，是陈绍禹 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

年前际代表时开始使用的化名。按理说，在叙述此人 的情

况时，本不应用“王明”，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和因应读者的习惯，

本书中一律使用王明。这个名字，是他一生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

个，而且他也是以此名而流传于世的。

和王明一起进入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绝大部分都不懂俄

语，而那些俄国教员们也不懂汉语，当时的翻译又很少。因此，

学生们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而语言问题又影

响教学。

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校方采取了许多措施，加速培养

翻译人员。一方面，学校把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

一段时间的“三同” 同吃、同住、同学习；另一方面，又把

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人编成一个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授

课，以期培养“速成翻译”。

王明的一大特长，就是能记能背，而这一点恰恰是学会语言

的必备前提。由于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当俄文班成立

时，他便与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

之等人一起被选进俄文班中参加学习。

这件事，对王明来说的确是一次莫大的机遇。

不可否认，王明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聪

明机灵的人。对此，很多人都承认，当然王明自己更是在心中默

认的。能够体现王明的聪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他十分善于在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并利用

机会。

在王明的早期生涯中，他的这一特长被反复发挥和利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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